深圳创新城市建设中的香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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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我国的创新之都，深圳取得的创新成就举世瞩目。其成功因素的分析对深圳和其它地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目前对深圳成为创新之城的研究集中于以深圳为主体，以制度、技术、管理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方面。虽然对深圳创新之城建设的香港一些要素有所关注，但对这一因素的评估不足，重视不够，也没有系统分析香港在深圳创新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本文通过梳理香港在金融环境、科研、产业链提升、进出口贸易以及合作平台方面对深圳创新活动的支持作用，探讨深圳创新城市建设中的香港因素，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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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 Innovati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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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As China's innovation capital, Shenzhen's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The analysis of its success factor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in Shenzhen and other region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henzhen as an innovation city focuses on Shenzhen as the main body, with institutional,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Although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paid attention to some elements of Hong Ko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zhen Innovation City, there is insufficient evaluation of this factor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and there is no systematic analysis of Hong Kong ’s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s innovation.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supporting Shenzhen's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terms of financial environment, scientific research, industrial chain upgrading,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s.Discussing the Hong Kong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s innovative c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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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经过40年的发展，深圳实现了从边陲渔村到世界级创新中心城市的历史性跨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和专利申请授权量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被称为“中国的硅谷”。2018年福布斯中国发布创新竞争力指数显示深圳居国内城市榜首，2019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仅次于北京，累计超过1.7万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和有效发明专利多年稳居国内城市首位[1]。深圳的创新之路值得深思，特别是创新成功因素的探讨，对创新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内外学者对深圳创新城市成功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两类：

一是内部因素，重点研究深圳自身的创新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相关研究特别强调政府的催化剂作用[2]，所制定的前瞻性创新政策为自主创新战略的扎实推进奠定了基础[3][4]，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创业制度方面的政策部署[5]。在相关制度的引导下，深圳独具特色的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日趋成熟[6][7]，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全产业链支持的服务体系及开放灵活的投融资体系[7][8]，构建起创新城市建设的制度支撑。

二是外部因素，大量人口涌入和外部投资对深圳创新能力和创新结构的大幅提升意义重大，作为我国典型的移民城市，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口汇集孕育了创新创业精神，外部投资是奠定经济基础的重要力量[2,6-7]。香港作为深圳发展的外部因素之一，相关分析主要集中于资金和科研支持两个方面，早期香港的投资奠定了深圳的制造产业发展基础[9,10-12]，进而获得一定的资本积累，后期香港完备的金融体系成为深圳创新活动资金的重要来源[12][13]。深圳科研资源贫瘠，港深产学研合作和人才流入成为深圳的主要科创力量[10,14-16]，同时，香港的科技服务在深圳的创新成果转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

然而，上述研究虽然重视了香港的作用，涉及到香港对深圳的资金、科研方面的支持，但多是在探讨深港关系或某一合作领域问题时简要提及，并未系统归纳深圳创新城市建设的香港因素，忽视了香港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参与深圳创新这一关键问题。本文意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缺，梳理香港在金融、产学研、产业链提升、进出口贸易以及合作平台方面如何参与到深圳的创新链全过程，对未来深港深入创新合作提供方向参考，为其它区域的创新城市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2 金融环境：从融资到合作金融区的建设

香港拥有全球顶级的金融资源，汇集了全球70家百大银行，80%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排名前20的再保险公司，形成完备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连续25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成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18-20]。

大陆改革开放后，深圳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实验田引进大量的香港投资。地理位置的邻近和大量空间资源吸引香港成为深圳的主要外资来源地，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投资多年稳占深圳外资总额的70%以上，对深圳早期的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带动作用。目前，香港仍是深圳的主要外资力量，截至2018年，香港累计投资深圳企业30 815家，投资额累计1 894亿美元，占外商投资总额的48%[9,21-23]。香港的投资不仅为深圳带来了资本积累，人才、管理、技术等资源也随之流入，带动产业链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香港汇聚了众多顶级的国际金融机构，深圳获得了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机会。

早期深圳的资金相对紧张，香港活跃的金融市场吸引了深圳的创新企业融资和上市。深圳出口型企业中，至少10%的企业获得过香港融资，30%的企业同时在香港注册公司，获得订单和融资途径[24]。企业在香港上市税率低、效率快，为深圳创新企业上市提供了便利，截至2018年底，在香港上市的深圳企业达101家，超上市总数的1/4[25]。深圳在香港的支持下建立起深交所、高交会等融资平台以及中投融公司、明德资本等融资中介机构，帮助企业获得融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相继兴起，深圳的金融风投体系和融资环境逐步完善，形成了创投、风投、证券、保险、银行、基金等一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保障创新活动资金链供应，推动科创与金融深度结合。
可以说，香港的投融资市场是深圳众多初创时期受资金短缺限制的创新企业的“救命稻草”，在香港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又成为深圳投资的重要力量。如互联网巨头腾讯在创立初期因缺少添置服务器资金处于生死关头，2000年在高交会上获得了香港盈科数码110万美金的融资度过瓶颈期，2004年在香港上市又募得1.99亿美元资金，受益于深圳逐渐成熟的金融体系，腾讯获得融资后高速发展，成为我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和世界规模最大的投资公司，成为深交所、高交会等融资平台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26][27]。

金融人才经历了单向香港流入到港深互动的双向发展过程。早期的单向流入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深圳的本地金融机构通过引入香港专业金融人才提高业务水平，如平安证券引入香港高层管理人员提高治理能力。二是港资机构入驻深圳带来的金融人才，如汇丰、渣打银行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派出原工作人员入驻。三是港资机构为满足深圳的市场业务需求招聘当地的金融人才。深圳的金融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后开始与香港开展双向交流，以同业互访和共建金融人才培训中心最为典型。特别是在银行业领域，香港银行为进一步了解国内金融市场常邀请深圳资深的金融家来港召开座谈会。深圳的金融机构也常组织员工来港访问学习。此外，双方共建财资市场公会，通过香港专家和高管授课培养内地金融管理人才[13]。

深圳前海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阔的土地资源成为深港金融合作最紧密的地区，深圳市逾1/3的港资企业分布在前海，占前海企业总数的2/3[21][28]。特别是金融领域，香港东亚、汇丰、恒生等多家银行、汇丰前海证券、恒生前海基金管理公司、港交所联合交易中心等多家最具影响力的港资金融机构落户前海片区，带动基础设施完善和本地金融企业发展，截至2018年6月，前海持牌金融机构数量占深圳的1/2，金融类企业合计5.8万家，成为我国最大的以跨境金融为特征的金融类企业聚集区1)[29]。

从早期香港的投融资到合作金融区的建设，标志着深港金融联系愈加密切。香港的金融工具、产品、人才逐步输入深圳，早期通过“授人以鱼”扶持深圳的创新活动，同时“授人以渔”带动深圳金融业从基础设施到制度层面的完善，逐步营造了适合创新企业孵化和成长的金融环境。
3研发动力：从科研输入到深港产学研联动
科研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多基于外部技术和增量创新，核心要素之一即决策者通过建立相关支持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创新互动[30]。深圳早期虽然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但科研资源贫瘠，高校数量寥寥无几，属于科研资源薄弱区。而香港拥有世界领先的科研创新资源，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突出，拥有5所排名全球前100的高校、22家国家级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及43位两院院士[31][32]。两地一衣带水的位置关系增加了互补性创新资源结合的需求，深圳通过建设产学研合作创新载体引进香港的高校、人才等科研力量，形成“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的互补性创新链，实现深港产学研联动创新，不仅提升了深圳的科创基础，在培养创新人才和孵化创新企业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

3.1产学研合作创新载体

产学研合作创新载体为深圳和香港的产学研结合提供了平台，通过整合深港的科研、技术、创投、产业资源激发创新活动，提升研发能力。 

一是深圳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香港的高校和科研资源入驻，引入科研成果与深圳产业结合实现转化、投入市场并孵化创新企业。1999年成立的深圳虚拟大学园提供科研设施和经费，吸引了6所香港高校（港科大、港浸会、港城大，港理工、港中文、港大）入驻，分别设立产学研基地、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引入港校的科研项目来深转化、孵化创新企业、合作培养人才。截至2019年，6所港校在深设立的72家科研机构转化269项科技成果，承担1 128项国家、省、市级科技项目，注册79家企业[33]。除科研和人才培养合作，港校还在园区内设立了孵化器和众创中心促进科研成果落地。截至2018年底，港科大设立的蓝海湾孵化港共孵化55家早期创新创业项目，港科大教授参与的项目达9家，大疆、固高科技等科技巨头企业均诞生于此[34]。香港城市、理工和中文大学也设立了众创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建立药用芯片重点实验室和红树林研发中心，并负责一项国家863计划，目前有22个在孵项目。香港理工大学创新产品快速开发所依托学校先进设备为创新产品提供设计、试制、测试等系统服务，辅助深圳医疗仪器开发[35]。香港中文大学众创中心重点培育生物、信息、智能领域的初创公司2)。

二是在相关政策扶持下，深圳发挥上下游产业链基础优势联合香港共建产学研平台，为深圳创新企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香港科技大学参与共建的深港产学研基地已成为面向深圳市场的重要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形成创业、技术、培训于一体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成立智能媒体、运动控制、海岸大气、环境材料4个领域的重点实验室，并设立近20家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教育方面，港科大的科技、工商、物流管理等优势学科联合培养深圳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才。截至2015年，深港产学研基地共孵化300多家创新型企业，此外还设立了创投公司扶持初创期的科技企业3)。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称先进院）是香港中文大学参与共建的集教育、科研、产业、资本四位一体的产学研创新机构，30余名港中大教授加入并参与管理[36]。此外，先进院与港大、港理工和港科大在论文方面合作紧密，2019年自然指数排行榜显示先进院位列广东省第二名。先进院与深圳的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深度结合，并为深圳企业培养输入大量人才。与企业共建20多家实验室，并派出110多名技术特派员，累计与腾讯、华为、美的、中兴等创新企业合作700多项产学研项目。召集深圳20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头组织了北斗、机器人、海洋产业联盟。在深圳建设62个国家、省部及市级创新载体，如蛇口机器人孵化器、李朗云计算产业园，育成637家企业4)。

3.2香港科技人才及创新孵化
香港和深圳是珠三角人员往来最为密切的地区，据2017年《北往南来》统计，来内地的香港居民七成目的地是深圳，约22万人次/日，每天在深港间流动的人次超45万，相当于一座移动的中等城市[37]。香港人才的涌入推动了深港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完善，如深港交通设施、支付平台、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科研人才的进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深圳的人才短板，随之带来的科研资源不仅为本地的创新企业注入新的科研力量和技术支持，还催生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活动。港青的创业活动对深圳创新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影响、培养了一批深圳的创业人才，推动深圳的创新发展和创新型城市建设。

香港多所世界级一流高校每年培养出大批科创型人才，但由于香港常年侧重发展金融服务业，产业基础薄弱，科研成果很难实现转化，科研人才缺乏用武之地。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完备产业链的深圳成为香港的科研人才和成果转化的首选之地。加之深圳为积极引进香港的科研人才建立了多个产学研平台，吸引了大量的科研人员涌入，随之带来的教育资源形成深圳本地科研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截至2019年，深圳虚拟大学园引入的6所港校及设立的科研机构已累计培养9 211名各类人才，形成了从学士到博士的订单式培养体系[33]。深港产学研基地引入香港科技大学的物流、科技、工商等管理类优势学科，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及企业的管理人才。香港中文大学的科研人员随先进院的设立入驻深圳，教授担任优势研究领域的项目负责人，累计培养7 000多名科研人才，大量毕业生进入深圳的腾讯、华为、百度、阿里巴巴等创新企业就职4)。此外，港校学生在读期间就经常来往于港深的实验室和产学研合作企业之间，有助于其科研方向更贴近市场需求，也更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毕业后进入这些企业担当骨干科研人员。密切的产学研互动联系使深圳成为港校毕业生到内地发展的首选城市。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12.5%的升学本科毕业生选择进入深圳研究生院继续深造，51.72%的毕业生选择到深圳就业，腾讯和华为成为赴深求职的首选企业[38]。

另一方面，香港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式教育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型人才，但香港用地紧张，地租和劳动力成本高，这些港青创业人才将目光转向创新环境良好、创业成本远低于香港的深圳。同时，深圳为吸引港青来深创业，投资建立了463家孵化载体，并出台了涵盖场租、税收、保险、科创项目等各方面的创业补贴政策扶持港澳青年创业。截至2018年底，深圳共有13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35家众创空间和98家创客服务平台。形成了完善的孵化服务体系，招揽了大量香港人才来深创业3)。深港共建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是深圳聚集最多港青创业者的地区，已成为港青在深创业的摇篮，成立5年来已孵化173家香港的创业团队，约占孵化总数的1/25)，部分港青创业者列举为表1。

表1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孵化香港创业团队               

                                                                    万元
	创业者
	毕业高校
	创立企业
	获得融资

	苏孝宇（教授）
张健钢（学生）
	香港科技大学
	音科技术有限公司
	457

	李德豪
	香港大学
	云端容灾信息技术公司
	258

	张龙华
	香港中文大学
	秀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 000

	郭伟强
	香港中文大学
	前海随身宝科技有限公司
	1 200

	岑棓琛
	香港中文大学
	视野机器人有限公司
	3 000

	陈升
	港青
	前海学学科技有限公司
	5 000


注：表1来源于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6所入驻虚拟大学园的港校均在国家大学科技园均设立了创新创业基地，为本校创业人才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投服务的同时，向深圳输入了香港及其它地区的创业人才。截止2018年6月，已有10个香港团队入驻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孵化港[39]，不乏创业成功的案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及其学生汪滔的创业案例，李教授是机器人领域的专家，依托港科大在深圳的创业平台成立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设立运动控制系统研究院，开辟了深圳机器人领域研发和产业的有机结合。在李教授的指导下，其学生汪滔创立了世界无人机的领先品牌——大疆，随着大疆的发展壮大，从前期李教授的学生加入到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吸引了从香港到全球范围的机器人领域人才汇聚深圳。大疆在深圳的无人机领域掀起了产业巨浪，相关领域人才的集聚形成完备的无人机产业链，深圳的无人机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增加至360多家（截至2018年底），被誉为“无人机之都”[7]。

4 制造业产业链：从产业转移到产业联动与升级

以全过程配套关联为特征的制造业产业链是深圳创新活动效率和质量的关键保障。深港间的制造业产业链联动是深圳实现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香港从主导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推动深圳的制造业产业链实现了从简单装配到山寨模仿再到自主创新的结构升级，从全球产业链低端位置迈入高端。

上世纪60年代香港因承接西方国家工业转型中大量外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亚洲制造业中心之一。80年代的科技革命推动了香港标准化技术产业的升级，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短缺，制造业成本高涨，香港开始另谋出路，转型发展服务业。香港大量的制造业开始向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转移，早期在深圳形成了“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形式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4][40]。香港利用自由港和国际市场承担起“店”的角色，而深圳则发挥工厂的作用，进行产品装配加工。1981-1994年，深圳共引进香港约11 000家“三来一补”企业和8 000家三资企业，三资企业约占深圳企业总数的70%[41]。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以电子产业的转移为主，聚集于深南大道和华强北的交汇处，吸引了大量创客汇集，为深圳带入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是深圳加入了全球电子产业链和开展创新活动的开端，为深圳后期的创新活动转化落地奠定了全过程配套产业链生产基础。例如无人机的制造（表2），“三来一补”以来引入的各类制造业为无人机原件生产组装提供对应基础支撑。到1985年深圳已发展起215家电子电器及机械制造企业，创造了超60%的工业总产值。深南大道发展起中航、中电、赛格、华强四大电子产业天王，华强北成为我国电子第一街[42][43]。

表2 深圳无人机生产与制造业基础产业对应表

	无人机生产材料
	“三来一补”以来引入深圳的制造业产业

	碳纤维材料
	网球拍、高尔夫球杆、钓鱼杆等碳纤维加工

	铝合金
	手机外壳制造

	特种塑料
	小家电

	电池、电驱、电控技术
	伺服电机、磁性材料


注：表2根据参考文献[7]整理

1995年之后香港制造业开始整体北移，大量的电子产业进入深圳，同时香港加大对深圳的制造业投资，深圳的电子产业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升级。随之引进的人才、科研教育、金融机构等要素对深圳电子制造业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发展，深圳的物流交通、贸易市场、资产管理机构等配套设施逐步完善，相关物流业、金融业、服务业得到初步发展。然而，随着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车和深圳的优惠政策取消，香港的制造业开始沿着交通干道向成本更低的东莞转移，深圳在三五年内就被东莞取代。由于制造业的大幅度下降，深圳早期走向山寨模仿制造[7]。模仿制造是创新的前提阶段，在模仿中积累制造经验，学习相关新技术，部分具有良好学习能力的人才成为深圳创新的引领者。香港此次的“绕道而行”迫使具有一定硬件基础的深圳电子产品产业从简单装配转向了模仿加工性创新，技术含量大幅提高，向全球产业链中端迈入，催生出华为、中兴、招商等一些早期自主创新企业雏形。

进入21世纪，早期香港投资和转移到深圳的制造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劳动力涌入，人口剧增超过城市的环境和资源承载力，且地价、劳动力等生产成本高涨，深圳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一轮引导创新的产业结构升级筛选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存活，是深圳创新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一步。随着深圳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部署，依托于香港的科创资源建立了一系列创新研发和创业孵化机构，深港产学研结合成为创新活动的新模式，形成研发＋产业化的新型合作关系。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专利技术的申请授权量是深圳从山寨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核心，以PCT专利申请量来衡量，深圳—香港地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创新集群，标志着深圳已进入全球创新产业链高端。

5 市场环境：从贸易市场到超级联络人
早期香港的自由港政策汇集了全球范围的物资、技术和人才资源，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市场，带来频繁和网络化的国际联系，香港成为国际超级联络人，在联系国际与内陆市场、监督、物流、采购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香港超级联络人的帮助下实现创新产业与国际市场接轨。

香港是深圳最大的进出口市场，深港进出口总额自1997年（600亿元）到2018年（7 266亿元）年均增长12.6%，2018年占深圳总进出口额的22.6%，进出口产品以集成电路、数据处理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主[21][44]。深港密切的进出口贸易保障了深圳创新产业的顺利生产和销售。深圳的创新产业在早期研发生产过程中需要从国外进口部分核心组件、高端原材料，例如芯片、传感器、显示屏等。这些具有技术战略意义的高附加值上游产品很难轻易流入深圳，借助香港长期以来积累的广泛的贸易联系网络资源，为这些产品的进入提供了平台和渠道。同时香港的低关税和成熟的监管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深圳进口的原件产品成本低质量高。此外，深圳生产的创新产品如果不通过香港这个自由港也很难以最快的速度销往国外市场，香港具有国际认可的出口认证制度，无疑为获得产品认证的深圳出口产品贴上了优质的标签，帮助深圳产品打开更广泛的国际市场。大疆无人机的创始人汪滔，借助于在香港求学时积累的联络资源和渠道走向国际，现已占据70%的国际市场[2]。

香港繁荣的转口贸易带来与深圳愈加密切的进出口联系，为满足更大限度的进出口需求，深圳在香港港的影响和带动下开始发展自己的港口，自西向东逐步发展起罗湖、皇岗、福田、深圳湾口岸，相应加快了各口岸所在的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的开发建设。港口的发展需要物流、金融、通讯等相关产业的支撑，随之发展起相关产业集群，为创新产品的直接进出口提供便利，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国际投资、人才、技术要素。深圳港口创造的进出口贸易额多年来稳居内地第二位，2018年达6.78万亿元，占广东省总贸易额的94.7%6)。

6 区域整合：从双城走向一体化的合作平台
一直以来，深港开展了经济、金融、教育、制度等多个领域的合作，科技创新逐渐成为合作的重点。由于创新资源的互补性深港分别处于创新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两地的创新合作逐步转向创新要素间的深度融合，香港的研发和服务成为深圳创新产出的加速器。从早期提出的深港创新圈到前海、河套创新两翼，再到科技创新走廊，多个创新合作平台的建立支撑起深港科技创新由点到面的合作框架，标志着两地的创新合作不断升级。香港的参与对深圳创新活动的影响经历了带动、支持、协同阶段。

2007年深港创新圈的建设拉开了两地科研、服务、产业等创新要素融合的序幕，香港创新链的前端和后端优势与深圳的中端基础实现了高度互补。2009-2011年推行的三年行动计划建成8个创新基地、12个服务平台、4个重大专项[45]，是推动深港创新资源深入合作的关键一步。研发方面，香港高校和科研院所与深共建或设立研究机构，如虚拟大学园、深圳先进院等产学研基地，输入并培养了科研人才、设备、技术等研发资源。在创新服务领域，香港的金融支持及推出的技术需求定制、成果推介、中介服务提高了深圳的创新活动转化效率。在香港的参与下带动了深圳产业集群的出现，例如深港联合引进的杜邦项目，美国杜邦公司在港深分别投资建设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带动太阳能、可再生资源、光伏技术等相关联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入驻深港，已形成以杜邦为引领的产业组团。

前海和河套地区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的两大支点，也是深圳引入香港创新要素的跳板。2010年深港共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依托香港的科技和金融创新优势打造从研发到产业化再到科技金融体系的创新生态链，并引进香港的服务业和管理理念建设现代化物流、信息服务业，打造创新活动的坚固支撑。落马洲河套地区与香港隔河相望，优越的地理位置推动深港科创合作步入快车道。2008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书提出建设三个研究区，分别布局在香港（A区、B区）和深圳河套地区（C区）。2017年签署合作备忘录提出双方共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借助香港的科研力量、信息和国际化交流平台发挥集聚和协同效应，吸引国内外的创新企业和科研机构入驻，推动构建优势互补的高效创新链。C区重点依托香港的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优势产业弥补自身短板。例如生物科技领域，深圳具有一定的医药制造基础但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配套服务，而香港国际领先的医疗研究水平和便捷的医疗试验等配套服务成为深圳短板的最佳互补要素。

2018年提出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构筑起港深科技创新合作新的战略支撑平台，强调港深之间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培育壮大创新企业，利用香港开放的国际环境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及配套的创新服务中介，发挥深港创新协同作用形成产业创新生态群落。
7 结论

香港在深圳创新城市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与到深圳创新活动的全过程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提供核心组件等原材料、研发和金融支持，与深圳形成“平台＋科技＋资金”的协同创新机制。在产业链中游，制造业的关联互动是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力。依托超级联络人的身份对接创新产品的下游国际销售渠道，助推深圳的创新产品走向世界。港深在密切的创新资源联系中，逐渐形成了科技研发＋产业化＋科技金融的循环创新产业链，活跃的创新活动吸引了全球的创新资源集聚，不仅是深圳创新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更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源。

展望未来，深圳需要进一步加强与香港的产学研合作，注重培养高校人才；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两地行政屏障，实现港深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充分发挥政府推动作用，构建两地创新合作网络，建设深港创新生态系统，并使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硬核，提升大湾区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http://www.sz.gov.cn/jrb/ghjh/ndgzjh/201803/t20180301_10804819.htm.
2)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官方网站.https://cuhkri.org.cn/innovation.html.

3)数据来源：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stic.sz.gov.cn/gzcy/msss/mskjdt/content/post_2907502.html.
4)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官方网站.http://www.siat.cas.cn/.
5)数据来源：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官方网站.http://qh.sz.gov.cn/sygnan/qhzx/dtzx/201910/t20191008_18242599.htm.
6)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官方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shenzhen_customs/511686/zdsxgk64/yhyshj99/268874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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